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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施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意见》规定，我国从 201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
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放宽各行业的市场准入，涉及金融、能源等各领域，共推出 22项重
大开放措施，同时精简清单长度，相应地缩小外商投资审批范围。这一举措将使国资与民资、内资与外资站
在同一条起跑线。同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对我国的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
市场主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本内涵及其理解
1.1 负面清单的产生与内涵
与负面清单紧密相关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做法首先出现在美国的外资立法中，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始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核心在于负面清单。[1] 负面清单的出发点是

用清单的管理方式来保护关系东道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产业，这已成为当前国与国之间投资保护的一

种广泛使用的管理模式，世界上至少已经有 77个国家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2] 与之相对应是“正面清
单”的管理模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概括为“法无禁止即可为”与“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具体而言，在负
面清单所列领域之外，内外资享有相同的市场准入权；而正面清单则是国民待遇仅适用于东道国政府承诺

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我国长久以来都是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基础适用的“正面清单”模式。[3]

1.2 我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我国的负面清单是源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在 2013年 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的重要

议题之一，是以该模式为基础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具体到我国的具体适用当中，负面清单又可以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也就是笔者试图探讨的负面清单；第二类是适用于外商投资的负

面清单。虽然这两类负面清单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细微的差别。前者是对境内外
市场主体统一使用的，后者的适用对象则仅限于外国投资者。而国际上的负面清单一般都是指后一种模式
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模式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做法。[4]

我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指政府以否定性列表的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行业和

领域，而对这张清单之外的领域赋予了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行政权力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干涉其准入自由。
我国通过先试点的方式，逐步推进负面清单的适用。2013年 9月建立的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负面清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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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尝试；2015年 4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成立；2017年 3月，四川、重庆、陕西、辽宁、浙江、河南、湖
北等七个自贸区成立，由此建成了我国开放的新格局；2018年 5月，党中央又提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提出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使市场准入制度日趋完善，对我
国引进外资，扩大对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2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挑战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合理有

效地处理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将可能会打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优化外资的利用结构和当

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
2.1 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实施这一管理模式首先必须直面政府的管理水平，这是决定这一模式是否能有效实施的关键一步。以
前，我国政府一直着力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事前监管，这是一种以审批制为中心的监管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促成政府“官老爷”的办事风格。[5] 而实施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首要的便是由事前监管变为事中、事后监
管，只要不是属于清单之内的产业，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地开展经济活动。但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过度挥舞，又可能会对市场经济带来损害。因此，即便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下，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
“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些都对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2.2 对法律体系的挑战
目前，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自我国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起，在
新闻报道中时常看到某某领域市场准入清单等的文件、规章，造成负面清单适用的混乱状态。从这近几年各
地印发的负面清单内容来看，其本质还是紧握手中的权力不放松，延续了某些政府部门一贯的行事作风，并

且某些部门和行业通过在清单上增添条目的方式以期解决本地区或本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
这些问题依旧是某些政府部门没有转变政府管理理念，通过“换汤不换药”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官老爷”的
政府管理模式。从本质上看，这是该领域法律体系不健全带来的治理缺失，尽管这种管理方式没有发挥负
面清单本该应有的作用，但从法治层面看，这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些事实从侧面反映出建立公正、
公平、合理的契约精神的重要性，而这需要依靠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去维系。
根据欧美各国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经验，这一模式能否有效运用与一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三资企业法”等
一系列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此外，还有经济特区立法、新技术开发区法、保税区法等众多涉及外商投资的法
律法规。法律法规众多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外来投资者的困惑，也有可能在投资过程中不经意地违反我
国的制度规定，在这之中，还有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印发的红头文件。作为国家机关行使管理职能的一
种工具，红头文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也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红头文件朝令夕改、
相互打架、与法律相冲突等现象屡见不鲜，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环境格格不入，大大降低了其执行效
用，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在全面推进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相关法律
法规的统一，给境内外市场主体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合法范围。
3 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有效实施的策略
3.1 政府自身之变革
政府机构管理职能实现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后，更需要切实有效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之下，政府部门要“放到位”和“管到位”，进行动态监管，确保监管效力落到实处，充分利用大数据、
互联网检查、反馈落实效果。事中事后监管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建立安全审查制度。借鉴美国外
资审查的重大安全例外制度，在国内市场准入方面转化运用，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要建立起“防火
墙”。[6] 第二，完善反垄断审查制度。市场主体自由运作极易产生巨头垄断。反垄断审查制度是推进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给各类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第三，完善社会
信用体系。要充分运用我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的优势地位，将民营经济所积累的各类信用信息同国家层面
的个人与企业的信用信息统一评价适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同时要依据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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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黑名单”，发挥社会各类主体的监督作用。第四，加强政府执法能力建设。政府执法能力的高低，将直接
决定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是否具有威慑力和信用度，为此，需要加强政府执法队伍建设等。
3.2 法律体系之完善
与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息息相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法律体系的完善。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的形式

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维系中外投资关系远胜于政府的
口头承诺，这也与发达国家所崇尚的契约精神相契合。笔者以为，既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对象是境内外市
场主体，可以参考美国的立法体制，用一部《公司法》统一管理境内外市场主体，逐步减少对外资企业的限制
和优惠措施。此外，未来关于公司法律的改革，不能局限于仅从市场准入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应该将其与外
商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考虑，必须认识到其可能对国际投资及其贸易产生的影响。在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
程中，要认真听取来自相关行业从业者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深入的讨论，达成广泛的共

识。就现实中存在的大量红头文件，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第一，完善红头文件的制发程序，杜
绝随意下发，明确红头文件责任人的责任；第二，增强红头文件制发的透明度，尤其是要有明确的上位法依

据；第三，充分利用国家已有的纪律检查和监察制度，加强对红头文件的监督等。
4 结束语
全面推进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密切相关，重中之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

制。一直以来，我国延续着“强政府”的传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清
单是对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从更深层次上讲则是法治思维和赋权思想的体现。在全面实施这一模式的过
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和市场准入清单的动态管理体制，在统筹双向投资和推进贸易便利化的

基础上，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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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lementing Negative L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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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egative List of Market Access (2018 Edition) means that par－
ticipants in market activ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be at the same market position in China. This change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nd pose challenges to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legal system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onvert the management model and strengthen post-event
supervision. The country should speed up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legal systems,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official power, and ensure the role of law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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